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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分化了吗

———基于地级城市生产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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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南北板块是否存在经济发展分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且具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从中国地级城

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研究发现,中国南北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距,并且从２０１２年左右差距逐步扩

大,为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中国北方板块的市场化改革,特
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落后于南方板块,要素市场扭曲效应是导致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发生分化的

核心机制.相比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前,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要素市场扭曲效应对中国北方板块的全要素生产

率产生了更为突出的抑制效应.这些经验证据验证了中国情景下的政府干预行为理论假设,特别是政府对关键

要素的干预和控制行为理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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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中国南北板块在经济发展方面是否出现了分化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１][２][３].事实上,中国南北板块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性,由来已久.“自唐以来,江淮之田号为天

下最,漕饷皆仰给东南矣”,由此可见,中国南北发展差距是持续了上千年的重大问题.而本文所研究

的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并不是要追溯历史层面因素,而是探究中国经济进入由创新驱动

主导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特别是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相比中国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
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出现分化的原因.从图１中国南北板块实际 GDP增速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二者

的实际GDP增速呈现基本一致的增长态势.而２０１０年之后,南方板块的实际GDP增速逐步高于北

方板块.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中国南方板块实际 GDP增速的均值为９．４２％,而同期北方板块实际 GDP
增速的均值为６．７７％,低于南方２．６５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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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南北板块实际GDP增速变化趋势

　　本文以中国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在
科学测算中国地级城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

基础上,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检验中国

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并进一步探讨

了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发生分化的机

制,其中以地理位置的秦岭－淮河为划分南

北板块的标准.与既有文献对比,本文可能

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验证了中

国发生了北方板块经济发展能力逐步落后于南方板块的重大现象.现有文献,仅仅从 GDP增长指

标[１][４][５],或者简单从创新能力指标来解释中国南北板块之间经济发展分化现象,并不具备坚实的基

础.本文从中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发现中国南北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距;

２０１２年左右中国南北板块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差距逐步扩大的现象,为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

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二,从市场化改革角度阐释了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吴楚豪和王恕立

基于经济重心迁移的贡献度分析,得到南北发展分化日益凸显的结论[６];孙志燕和侯永志从地区劳动

生产率、经济增长活力、要素空间流动和发展能力等多个维度深层次剖析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内在机

理[７];许宪春等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从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领域分析南北差距的形成原因[３].
在这些文献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导致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的核心机制,就是中国北

方板块中各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落后于南方板块中各地区.这为中国

南北经济分化成因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证据.

二、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设

(一)典型事实

典型事实１:中国南北经济发展的分化现象,突出表现为２０１２年前后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发

生重大分化.
图２显示,中国南北板块的 GDP占全国 GDP比重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二者差距呈现缓慢扩张的发展趋势;第二个阶段是１９９１－２０１２年,二者差距呈现缓

慢收缩的发展趋势;第三个阶段是２０１２年至今,二者差距呈现快速扩张的发展趋势.具体来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中国北方板块 GDP总量占全国 GDP的比重从４２．９％快速下降至３５．４％,南北板块

GDP总量占全国 GDP比重的差距从１４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２９个百分点.然而,仅仅从中国南北

板块各地级城市层面的 GDP角度来分析二者的差距,可能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国南北板块经

济发展差距拉大的现象可能在更早时期就发生了,原因是,在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存在以地区短期

GDP规模增长作为“官员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机制下,很有可能存在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地区 GDP
的虚报和夸大问题.

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维持一国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为包含了技术进步含量的

全要素生产率(TFP).Romer、Aghion和 Howitt等拓展的内生增长模型,更是将 R&D投入作为内

核的全要素生产率,设定为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因素[８][９][１０].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

源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直存在争议及质疑.最为代表性的文献是 Young提出的“东亚批

判”,他认为中国以及除日本以外的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低技术含量的投资数量拉动和简单劳

动力的数量扩张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非常缓慢,年均增长速度只在２％~３％之间[１１][１２].

Young使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对中国统计局公布的资本存量和价格指数等进行矫正,得到１９７８－
１９９８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只有１．４％的结论[１３].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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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因此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级城

市层面的数据,使用测算 TFP的 ACF框架(OP选项),得到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见图３),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南北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呈现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年,中国南北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差距呈现逐步收敛态势,尤其表现为北方板块地级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相对于南方板块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有着更大的增速;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则表现为中国南北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差距逐步扩大态势,其中,中国北方板块的全要素生

产率均值从２０１２年的高点持续回落,而南方板块经过小幅下滑后呈现稳定状态,这是二者差距拉大

的主要原因.

图２　中国南北板块GDP占比变化

趋势(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
图片来源: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

２０２０－１２－１２/doc－iiznctke６０５２６３０．shtml

图３　中国南北板块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典型事实２:中国南北板块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存在分化现象,尤其表现在２００８年后南北板块市

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距拉大.
图４显示中国南北板块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二者差

距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即中国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以一个较为稳定的差距

领先于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第二个阶段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二者差距呈现出逐步

扩大的基本态势,表现为北方板块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在２００８年出现了相对停滞的现象,导致２００８年

之后中国南北板块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距逐步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南北板块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进

程出现了差异性的变化阶段(见图５).其中,第一阶段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的差距稳定状态,即中国南

北板块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距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二个阶段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的差距扩

大状态,即中国南北板块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距处于一个相对扩大的状态,尤其表现为中国南北

板块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出现一个下降态势后又呈现持续上升态势,随后中国

南北板块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距持续扩大.

图４　中国南北板块市场化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５　中国南北板块要素市场化指数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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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的典型事实,可以想到,中国南北板块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２０１０年前后差距扩大

的现象,很有可能与在此期间二者之间的市场化改进进程及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差距拉大密切相关.
众多文献发现,政府干预是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的重要因素[１４][１５],中国各级政府对微观经

济的干预行为,特别是对管辖地区中关键要素市场的控制和干预行为,是导致中国不同地区企业以创

新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异质性的重要原因[１６][１７].
市场化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１８][１９].樊纲等的实证研究发现,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市场化

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达到１．４５个百分点[２０].张杰等则从微观企业层面发现了市场化改革

进程越快的省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基本事实,从而验证了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省份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促进作用[２１].赵文军和于津平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方

式的指标,研究发现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特征不仅没有出现弱化趋势,反而存在

加重迹象[２２].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地区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２３],
也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地区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２４],还可以依靠降低

市场进入壁垒或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地区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２５][２６][２７].
从中国南方和北方板块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学者们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把握和运行机

制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由于中国南方板块地区较多地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分

工及贸易体系,在“离首都政治中心相对较远”的历史传统和“以外部开放倒逼内部市场化改革”机制

的双重因素叠加作用下,南方板块政府对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关键要素资源的干预和控制更多地遵

循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从而关键要素市场的发育和运行机制相对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

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相反,面对南方板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优势的竞争压力,中国北方板

块政府在招商引资和促进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与市场竞争机制相悖的优惠政策以及政府

补贴策略,如对地区内特定关键要素分配权和定价权进行干预和控制.这就造成中国北方板块的市

场化改革进程包括产品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整体落后于中国南方板块,从而造成中国

南方板块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明显高于中国北方板块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据此,我们

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１:
研究假设１: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是由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造成的.
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辖区内关键要素市场的分配权和

定价权进行行政干预或控制,导致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于产品市场化改革滞后而造成要素市场扭曲

现象[２８][２９][３０].具体来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资金和税收等关键要素市场以补贴优惠政策进

行干预或控制的内在激励在于:一是通过强化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关键要素的优惠政策来实施招商引

资,进而实现 GDP的快速扩张,从而增加在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中的胜出机会;二是地方官员对土

地、资金资源等关键要素的分配权和定价权的控制和干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官员维护

自身利益甚至寻租关系[３１][３２].因此,在中国的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实现一体化的情形下[３３],中国各级

地方政府对这些特定的关键要素市场的干预或控制所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必然会影响地区经

济增长,特别是反映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内涵的全要素生产率等绩效.从中国南北板块各级政府对

微观经济部门的差异性干预行为特征来看,北方板块中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要普遍比南方板块严重.
因此,我们认为相较于南方板块,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滞后及要素市场扭曲,会对北方板块的全

要素生产率产生更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发展分化.据此,提出研究假设２:
研究假设２:要素市场扭曲效应对中国北方板块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更为突出的抑制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有效检验研究假设１和２,本文设计以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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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_cityijt＝α０＋α１N_S_dumijt＋ηXijt＋μcity＋μyear＋εijt (１)

TFP_cityijt＝α０＋α１GovMarketjt/ProMarketjt/FacMarketjt/Distortionjt＋

ηXijt＋μcity＋μyear＋εijt (２)

TFP_cityijt＝α０＋α１N_S_dumijt＋α２GovMarketjt/ProMarketjt/FacMarketjt/Distortionjt＋
α３(GovMarketjt/ProMarketjt/FacMarketjt/Distortionjt)×N_S_dumijt＋ηXijt＋

μcity＋μyear＋εijt (３)
模型(１)用来检验中国南北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模型(２)用来检验市场化改

革及要素市场扭曲效应是否抑制中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３)检验市场化改革及要素市

场扭曲效应是否对中国南北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差异性的影响.被解释变量 TFP_cityijt表示位

于中国省份地区j中的地级城市i在年份t的全要素生产率.解释变量 N_S_dumijt表示位于中国南

方和北方不同板块地级城市的虚拟变量,为了更精准划分中国南北板块,我们使用地级城市层面的信

息.解释变量 GovMarketjt、ProMarketjt、FacMarketjt分别表示中国省份地区j在年份t的政府和市

场关系指数、产品市场化进程指数和要素市场化进程指数.该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

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和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３４][３５],我们

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的２００８年中国各省份的各项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基准,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的中国

各省份的各项市场化进程指数进行同基调整,得到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各省份一致的各项市场化进程

指数.Distortionjt表示中国省份地区j在年份t的要素市场扭曲效应指数,计算方法为:Distortionjt＝(产
品市场化进程指数－要素市场化进程指数)/(产品市场化进程指数＋要素市场化进程指数).该指标

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各级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和控制所导致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

革的程度,另一方面,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使用地区产品市场化指数和要素市场化指数之和作为基数,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测算误差问题.μcity和μyear分别表示地级城市层面和年份层面的个体固定效

应,用各自的虚拟变量来表示.εijt为服从i．i．d过程的随机误差项.
借鉴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在考虑处理各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具体

有:(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Pgdp_city),使用中国各地级城市的真实 GDP与地区人口数的比重

来表示.考虑到中国情景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纳入

该变量的平方项Pgdp_city_sq;(２)地区吸引外资因素(FDI_gdp),定义为中国地级城市FDI(按当年

平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金额)与地区 GDP的比重;(３)地区产业结构因素(Ser_gdp),定义为中国地级

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 GDP的比重.类似地,考虑到中国情景下地区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纳入该变量的平方项Ser_gdp_sq;(４)地区需求因素(Con_gdp),定义为中国

地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地区GDP的比重.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地区自身市场需求空间及其

规模经济效应,会影响到地区内微观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鉴于中国情景下地区市场需求

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也纳入该变量的平方项Con_gdp_sq;(５)地区政府

干预因素(Fis_gdp),定义为中国地级城市财政收入与地区GDP的比重.该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

区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及其背后蕴含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素,以及对地区内微观经济部门技术进步所产

生的影响;(６)地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密集度变量(Road_city),使用中国各城市的公路里程总公里数与地

区总面积(单位平方公里)的比值衡量;(７)地区信息技术设施密集度变量(Int_city),使用中国各地级城

市当年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单位:万)与年末家庭总户数(单位:万)的比值来表示.
(二)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方法与估计结果

我们的估计策略是,将中国各地级市视作研究样本个体,采取 OP估计方法以及 ACF估计方法,
来估算中国各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OP估计方法特别是 ACF估计方法,可有效克服估计过程中

各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按照 OP和 ACF估计方法的基本要求,选用的主要估计变量为中国各地级市的真实 GDP变量

(log_gdp)、劳动力数量变量(log_labor)、固定资产存量变量(log_capitalstock)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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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capitalinvest).为此,首先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期,利用中国各省份地区的 GDP平减指数信息,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的中国各地级市的名义GDP调整为真实GDP;其次,针对如何有效地估算中国各地级

市的真实固定资本存量,主要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总指数、折旧率和基期资本存

量等４个基本变量.在充分挖掘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既有数据信息的基础

上,借鉴已有文献测算中国各地级市真实固定资产存量的具体办法[３６][３７][３８],具体处理细节是:(１)借
鉴柯善咨和向娟的方法[３７]计算２００２年中国各地级市的初始固定资产存量;(２)文献中争议最多的是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两个指标的选取.多数学者认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

因不包含土地改良等费用而低估了资本存量.张军等和单豪杰对积累、资本形成总额、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这四个指标的含义、统计范围以及异同做了比较详细的比较,都认为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是衡量当年投资的合理指标[３９][３６].(３)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周期缩短;另外市场竞争也使得企业部门加快生产设备更新,从而加快固

定资产折旧过程,本文对中国各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折旧率的设定参考柯善咨和向娟的做法[３７];(４)在
获得以上各数据信息的基础上,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中国地级市层面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的固定资本存

量额.最后,还加入虚拟变量Fin_after,将２００８年之前设定为０,２００８年之后(包括２００８年在内)设
定为１,用于控制和吸收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各地区所造成的结构性外部冲击效应.

由表１的估计结果来看,针对中国地级市TFP,分别采用OP方法和ACF方法估计出的Log(laＧ
bor)和Log(capitalstock)变量的系数存在明显差异,二者弹性之和分别为１．１１８９和１．０３７７,而 ACF
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更能反映中国地级市的经济增长正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的特征,也说明 ACF
估计方法可能相对更可靠.
　表１ 中国地级城市地区层面TFP的估计结果

测算方法

(１) (２)

OP方法

Reps(５０) Reps(１００)

(３) (４)

ACF方法

Reps(５０) Reps(１００)

Log(labor) ０．４９７７∗∗∗

(２１．２７)
０．４９７７∗∗∗

(１９．３１)
０．５５９４∗∗∗

(７．１１)
０．５５９４∗∗∗

(７．３０)

Log(capitalstock) ０．６１４１∗∗∗

(２０．２５)
０．６１４１∗∗∗

(２１．４４)
０．４７８４∗∗∗

(７．９９)
０．４７８４∗∗∗

(７．９８)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４２７０ ４２７０ ４２７０ ４２７０
组别数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注:∗、∗∗和∗∗∗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OP和 ACF方法中Poly均取４.

　　(三)内生性问题讨论与工具变量设计

针对模型(２)和(３),可能存在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存在以短期 GDP增长为目标的“晋升锦标赛”现象,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相对越高同时经济相对也更发达的省份,意味着对要素和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需求相对越强,
而这可能刺激政府加快对要素市场化和产品市场化的改革,从而产生倒逼效应.本文在模型(２)和
(３)中纳入中国各省份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内生性问题.

当然,更具有说服力的解决策略是寻找相应的外生工具变量.寻找思路是追溯中国各省份的要

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现象所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效应发生和演化的历史,从中

寻找合适的外生工具变量.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由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脱胎而成的.中国

在１９７８年之前实施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核心就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供需两端

的计划调节功能,以维持国民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这其中,国有和集体性质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运

行的基础性力量,既是主要产品市场的供应者,也是主要要素市场的需求者.因此,中国计划经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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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基础,就集中体现为国有和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绝对主导权和主体地位,以及各级政府对国

有和集体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和干预权.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政府干预微观经济部门的路

径依赖特征,必然会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改革开放之后该省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进

程.为此,我们采用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中国各省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员工数占各省份劳动人数比重

的均值IV_Sta_７６ ７８avej,来度量中国各省份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前所呈现出的计划经济体制乃

至背后蕴含的政府干预微观经济部门的路径依赖特征,特别是刻画地区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控制和干

预的路径依赖特征.
然而,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 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借鉴Stevenson、Ahern和 Dittmar

等前沿文献工具变量的设计思路[４０][４１],采用１９７６、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中国各省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的员工数占劳动人数比重的均值IV_Sta_７６ ７８avej,与本文研究样本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所对应的年

份自然数虚拟变量的乘积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作为模型(２)和(３)中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设计的

理由是:中国各省份在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员工数占劳动人数的比重,未受到１９７８
年之后中国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本文利用１９７８年中国各省份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相

关信息作为基础,乘以年份自然数所得到的变化趋势变量,实质上是假定中国各地区在没有受到

市场化改革政策影响的情形下,遵循自然演化变化规律,按照计划经济的固有路径依赖发展趋势,
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所得到的中国各省份的政府干预经济力量的趋势变量.因此,相对于中国各省

份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已经受到市场化改革冲击下的真实市场化改革进程变量,该工具变量就有了相

对严格的外生性特征.
按照我们设计工具变量的以上逻辑,预测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和模型(２)中的解释变量

GovMarketjt、ProMarketjt和FacMarketjt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越

严重的地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负面力量越强,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越是受到固有的计划经济

体制的路径依赖模式束缚.同理,我们预测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和模型(２)和(３)中的解释变

量Distortionjt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在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越严重的省份,要素市场扭曲

越突出.在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对外改革开放国策中,打破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行政

垄断地位、逐步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主要调节作用是重点任务之

一.在经历了针对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打破铁饭碗”“允许国有集体企业破产”“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逐步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抓大放小”等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之后,国有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逐步缩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化改革往往具有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体制性障碍以及路

径依赖特征,在１９７８年之前国有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较高的省份地区,其所面临要素

市场化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大,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各种机制体制性阻碍和制度

阻力相应也更大.另外要素市场相对于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程度更为突出,要素市场扭曲现

象就更为严重.于是检验本文所设计的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其
与解释变量 GovMarketjt、ProMarketjt和FacMarketjt之间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解释变量 DisＧ
tortionjt之间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本文中使用的中国地级城市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各省份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

场化相对进程报告»和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另外,在我们的研究样本观察期

内,考虑到西藏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在部分年份存在缺失现象,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将其删除.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我们使用模型(１)来检验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表２展示了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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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列为对以 ACF方法测算得到的中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TFPacf_city的回归结果,可
见 N_S_dum 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类似地,第(４)~(６)列为对以 OP方法测算得到的中

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TFPop_city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 N_S_dum 仍然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为负.这初步说明,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中国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高于北方

板块各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由此证明中国情景下南北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差异的事实.
从表２中第(３)列和第(６)列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绝大多数的控制变量均呈现了预期的

显著性,说明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相对合理.并且可以看出,在添加了控制变量后,R２数值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提升,达到了０．８以上.由此可以判断的是,本文设计的模型可能并不存在严重的遗漏重要

变量问题,说明设计的计量模型具有合理性.
　表２ 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TFPacf_city

(４) (５) (６)

TFPop_city

N_S_dum
０．２５５９∗∗∗

(４．５３)
０．９７５３∗∗∗

(６．２２)
０．３４５１∗∗∗

(５．３０)
０．３６２７∗∗∗

(６．１６)
０．５５３８∗∗∗

(４．１２)
０．３１３５∗∗∗

(３．９４)

Pgdp_city
０．０３９１∗∗∗

(３．８６)
０．０２０８∗∗∗

(４．８５)
０．０４５７∗∗∗

(４．８５)
０．０２４７∗∗∗

(６．７７)

Pgdp_city_sq
０．００１０∗∗∗

(３．８６)
０．０００４∗∗∗

(４．６１)
０．０００８∗∗∗

(３．３６)
０．０００３∗∗∗

(３．３３)

FDI_gdp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９)

０．０００３∗

(１．９１)

Ser_gdp
０．７４０９∗∗∗

(５．３７)
０．３８９９∗∗∗

(３．３６)

Ser_gdp_sq
０．１８４１∗∗∗

(５．５１)
０．１０３９∗∗∗

(３．６８)

Con_gdp
０．６３０２∗∗∗

(３．２７)
０．５０９４∗∗∗

(３．４５)

Con_gdp_sq
０．０６８６∗∗∗

(３．４６)
０．０５５６∗∗∗

(３．６５)

Fis_gdp
０．９７４７∗∗∗

(３．８２)
０．８０５５∗∗∗

(３．７２)

Road_city
０．０７３４∗∗∗

(４．７２)
０．０６２０∗∗∗

(４．５１)

Int_city
０．０２７２∗∗

(１．９８)
０．０１１７

(１．１６)

Constant
１．７５７３∗∗∗

(４８．８４)
２．２６４７∗∗∗

(１３．６２)
２．１６３７∗∗∗

(１９．２４)
１．５０００∗∗∗

(７４．７４)
１．４０２１∗∗∗

(９．７５)
１．７１２５∗∗∗

(１８．４５)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６９５９ ０．７０７７ ０．８１３５ ０．８１７１ ０．８２８７ ０．８３７８

N ４２７２ ４２７２ ３４５６ ４２７２ ４２７２ ３４５６

　　注:∗、∗∗和∗∗∗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所有回归模型均经过地级城市层面的cluster处理,以下回归均控制了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下表同.

　　(二)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检验

首先,我们使用模型(２)来检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对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３展

示了使用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所得到的２SLS检验结果,第(１)~(３)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TFＧ
Pacf_city,解释变量 GovMarket、ProMarket和FacMarket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正.同样地,在以 OP方法测算的中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仍然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说明,中国各省份地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产品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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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及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均促进了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

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
　表３ 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２SLS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TFPacf_city

(４) (５) (６)

TFPop_city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_Sta_７６ ７８ave １．８０７４∗∗∗

(８．０７)
０．７０９０∗∗∗

(４．１１)
２．１６４７∗∗∗

(５．８４)
１．８０７４∗∗∗

(８．０７)
０．７０９０∗∗∗

(４．１１)
２．１６４７∗∗∗

(５．８４)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GovMarket ０．２０１１∗∗∗

(５．０１)
０．１４０８∗∗∗

(４．２６)

ProMarket ０．４７２６∗∗∗

(３．８８)
０．３３１０∗∗∗

(３．５７)

FacMarket ０．１６７９∗∗∗

(４．４９)
０．１１７６∗∗∗

(３．８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０．６６９２∗

(１．８９)
１．０１５８

(１．１５)
０．５０６６
(１．１５)

０．５６６３∗

(１．９３)
１．７４６５∗∗∗

(２．６４)
０．６８０１∗

(１．８９)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enteredR２ ０．７５１４ ０．２９４３ ０．７２４６ ０．７９１６ ０．５２９９ ０．７７０８
N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其次,我们使用模型(３)来检验中国省份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对南北板块各地级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的差异性影响.表４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所得到的２SLS检验结果.结果

显示,交互项变量GovMarket×N_S_dum 和ProMarket×N_S_dum 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说明,相比中国南方板块的各地级城市,中国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的政府和市

　表４ 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南北板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２SLS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TFPacf_city

(４) (５) (６)

TFPop_city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_Sta_７６ ７８ave １．６７８７∗∗∗

(１０．６５)
０．４５８８∗∗∗

(３．２５)
２．０９３３∗∗∗

(５．６９)
１．６７８７∗∗∗

(１０．６５)
０．４５８８∗∗∗

(３．２５)
２．０９３３∗∗∗

(５．６９)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GovMarket ０．２１７６∗∗∗

(５．４４)
０．１５２８∗∗∗

(４．４６)

ProMarket ０．７７２４∗∗∗

(３．１９)
０．５４１５∗∗∗

(３．０２)

FacMarket ０．１６９３∗∗∗

(４．３７)
０．１１８７∗∗∗

(３．７５)

GovMarket× N_S_dum ０．１０４０∗∗∗

(５．２１)
０．０７５３∗∗∗

(４．３７)

ProMarket×N_S_dum ０．７０１６∗∗∗

(３．０９)
０．４９２６∗∗∗

(２．９２)

FacMarket×N_S_dum ０．００９３
(０．８１)

０．００７２
(０．６９)

N_S_dum ０．４８５３∗∗∗

(３．２１)
４．４３５９∗∗∗

(３．０５)
０．５０１３∗∗∗

(３．２６)
０．１０１９
(０．７９)

２．８５５８∗∗∗

(２．６４)
０．６０５５∗∗∗

(４．８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０．９６２１∗∗∗

(３．７３)
２．７１０５∗

(１．６９)
１．０５６８∗∗∗

(３．６１)
０．１０４２

(０．４７)
１．７４６５∗∗∗

(２．６４)
０．０３６５

(０．１５)

CenteredR２ ０．７５７７ ０．６６４７ ０．７２７７ ０．７９５７ ０．６９８９ ０．７６５９
N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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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关系以及推进的产品市场化改革,对北方地区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更明显.而交互

项变量FacMarket×N_S_dum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均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南北方板块推进的要素

市场化改革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未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五、进一步讨论

(一)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检验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情景下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的干预和控制,集中体现在对微观经济部门

发展需要的特定关键要素市场的干预和控制,由此导致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进

程所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表５展示了我们针对模型(２)使用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所得

到的２SLS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以 ACF方法测算还是以 OP方法测算得到的中国地级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Distortion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负.这说明,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层面来看,要素市场扭曲对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

抑制效应.由此验证,中国各级政府针对辖区内微观经济部门发展和运行所需要的关键要素市场的

干预和控制,虽然短期内可以带来地区内企业或产业的扩张机会,增加地方官员对上负责式的晋升或

升迁机会,但由于其扰乱了地区内微观经济部门的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要素分配权和

定价权,扭曲和削弱了关键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抑制了辖区内微观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和技术

进步动力,进而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形成了阻碍.
　表５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２SLS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TFPacf_city

(４) (５) (６)

TFPop_city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_Sta_７６ ７８ave ０．２２３９∗∗∗

(７．１１)
０．２２９８∗∗∗

(７．３３)
０．２１５２∗∗∗

(６．１８)
０．２２３９∗∗∗

(７．１１)
０．２２９８∗∗∗

(７．３３)
０．２１５２∗∗∗

(６．１８)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Distortion ２．０４７４∗∗∗

(６．４２)
１．７９２８∗∗∗

(６．３８)
１．６８９５∗∗∗

(４．６９)
１．９３５８∗∗∗

(５．９３)
１．５２８７∗∗∗

(５．８１)
１．１８３３∗∗∗

(３．９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０．９３３３
(６．５６)

０．７３０２∗∗∗

(５．４３)
１．３６３６∗∗∗

(４．９９)
０．７２３０∗∗∗

(５．３４)
０．６４５０∗∗∗

(５．１８)
０．０７９８∗∗∗

(４．３５)

CenteredR２ ０．５４１４ ０．６０４２ ０．７０５１ ０．６７６３ ０．７５０５ ０．７５７０
N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１０３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１０３

　　(二)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南北板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检验

遵循同样的研究逻辑,表６展示了我们针对模型(３)使用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所得到的

２SLS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变量Distortion×N_S_dum 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为负.这进一步说明,相比中国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中国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存在着更为突出的

要素市场扭曲效应现象.由此说明,导致中国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中国南方板

块各地级城市的关键机制,就是中国南北板块中政府干预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性特征.因此,中国

南北板块地级城市经济发展分化现象的内在动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集为中国南北板块中政府

干预市场化改革的差异性特征,检验了本文研究假设２.
针对本文设计的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究竟是否有效,重要的检验证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方面,从表３至表４中各个模型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来看,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的回归

系数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证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国有和集体部门

员工占地区劳动力人数比重相对较高的省份中,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产品和要素市场

化改革进程相对较慢.这就验证了我们在设计工具变量过程中的理论预期和内在机制分析逻辑,即
改革开放之前国有和集体部门员工占地区劳动力人数比重相对较高的地区中,后续的市场化改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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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确会遭受更为突出的路径依赖式的体制性障碍,进而导致政府和市场关系、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

革进程相对滞后.而对比来看,在表５和表６的各个模型中,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的回归系

数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说明,改革开放之前国有和集体部门员工占地区劳动力人

数比重相对越高的省份中,后续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确会遭受更为突出的路径依赖式的体制性障碍,
进而导致要素市场相对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现象更为突出,要素市场扭曲效应更为强烈.
这些经验证据均符合本文对工具变量设计逻辑和作用效应的理论预测,从而证明本文设计的工具变

量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对比表６第(３)列与第(１)、(２)列以及第(６)列与第(４)、(５)列的回归结果,在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IV_Sta_７６ ７８avejt的回归系数值变大.这就说明,本文设计的工

具变量并不存在难以满足排他性约束要求的问题.
　表６ 中国南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２SLS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TFPacf_city

(４) (５) (６)

TFPop_city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_Sta_７６ ７８ave ０．１４８７∗∗∗

(５．９６)
０．１４０８∗∗∗

(５．７８)
０．１８９１∗∗∗

(６．９１)
０．１４８７∗∗∗

(５．９６)
０．１４０８∗∗∗

(５．７８)
０．１８９１∗∗∗

(６．９１)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Distortion １．７８７１∗∗∗

(４,５１)
１．６３６４∗∗∗

(４．００)
１．５０１８∗∗∗

(３．８９)
２．０６６０∗∗∗

(４．９７)
１．６５６６∗∗∗

(４．１２)
１．１２８２∗∗∗

(３．２５)

Distortion× N_S_dum １．５１３８∗∗∗

(６．１３)
１．３９８１∗∗∗

(５．４０)
１．１３７３∗∗∗

(４．８０)
１．５７９８∗∗∗

(６．２４)
１．２９８７∗∗∗

(５．２０)
０．８２３８∗∗∗

(３．９８)

N_S_dum ０．１４９５
(１．２６)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４８８０∗∗∗

(３．１１)
０．１０６９
(０．８４)

０．１７２３
(１．２８)

０．１０９５
(０．７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１．４８３７∗∗∗

(１８．５５)
１．４４７２∗∗∗

(１８．６６)
２．３１６２∗∗∗

(２５．５３)
０．２３８２∗∗∗

(２．７８)
０．１９５８∗∗

(２．４７)
０．８５４０∗∗∗

(１０．６６)

CenteredR２ ０．６４９０ ０．６７１２ ０．７７１６ ０．７４０６ ０．７８５５ ０．８０５０
N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１０３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１０３

　　(三)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南北板块的市场化进程分化现象,在２００８年末开始实施“四万亿”刺激计划

后开始凸显.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南方板块地区相对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导致 “四万亿”刺激计划

带来的过剩产能和相对落后产能快速出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明显;另一方面,中国南方板块中

的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经济带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促使贵州、云南、西藏和江西等南方板块中的相对内

陆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对比来看,中国北方板块各地区则由于政府主导的“四万亿”刺激计

划,反而固化了政府投资主导型驱动发展模式和政府干预微观经济依赖路径循环机制,要素市场化改

革的进程出现了停滞现象.而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虽然两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和巨额投资使

得北方板块各地区的经济延续了短期增长态势,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政府投资主导型增长模

式内含的各种弊端同时被释放,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简单扩张和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的原有发展模式

难以为继.中国北方板块的多数地区中,由于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营商环境

制度建设也相对落后,导致新经济新动能转化过程中面临更为突出的机制体制性障碍.因此,中国南

北板块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化现象可能与２００８年之后中国各级政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制定和出

台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带来的政府干预效应密切相关.
表７展示了相应的２SLS回归结果.其中,虚拟变量Fin_after用来刻画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时间

虚拟变量,之前设定为０,反之为１.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交互项 Distortion×Fin_after的回归系数

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金融危机之后,要素市场扭曲效应对中国地级城市全要

素生产率造成了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这说明,从整体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之后要素市场扭曲效应对

中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逐渐弱化.第(３)~(６)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从区分２００８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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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机时期前后的分组样本回归结果来看,交互项 Distortion×N_S_dum 的回归系数至少在５％以

上的统计水平显著为负.这表明,无论金融危机前后,相比中国南方板块,要素市场扭曲效应对中国

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２００８年之后样本组的交互

项Distortion×N_S_dum 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明显高于２００８年之前样本组的结果;进一步,第(４)与
第(６)列的交互项Distortion×N_S_dum 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均大于第(３)列与第(５)列.这表明,相
比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前,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造成了更为明显的抑制作用.这说明,“四万亿”刺激投资计划可能在中国南北不同板块各级政

府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突出的差异性特征.尤其表现为固化了中国北方板块各级政府对要素市场

的控制或干预动机,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阻碍作用.
　表７ 中国南北板块金融危机前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２SLS检验

样本时间区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全样本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被解释变量 TFPacf_city TFPop_city TFPacf_city TFPop_city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_Sta_７６ ７８ave ０．１８０９∗∗∗

(５．０４)
０．１８０９∗∗∗

(５．０４)
０．５５９１∗∗∗

(９．８３)
０．１６８８∗∗∗

(４．７４)
０．５５９１∗∗∗

(９．８３)
０．１６８８∗∗∗

(４．７４)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Distortion ２．０７３１∗∗∗

(４．３５)
１．４３９９∗∗∗

(３．６６)
０．３２００
(１．４１)

２．２２３２∗∗∗

(３．０６)
０．６３５１∗∗∗

(２．８９)
０．５４９９
(１．０７)

Distortion×Fin_after １．１２１４∗∗∗

(４．７６)
０．７５０１∗∗∗

(３．８８)

Fin_after ０．３９０３∗∗∗

(２．９５)
０．５７５４∗∗∗

(５．２６)

Distortion× N_S_dum ０．４４１２∗∗

(２．３９)
１．４５２６∗∗∗

(３．１７)
０．６７０８∗∗∗

(３．７４)
１．６６６７∗∗∗

(３．１２)

N_S_dum ０．０２３５
(０．１３)

０．１４１０
(０．７９)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４９４７∗∗∗

(４．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１．３４４２∗∗∗

(５．１５)
０．２２１４∗∗∗

(３．０５)
１．７５７８∗∗∗

(２０．０５)
２．５５４２∗∗∗

(１３．６２)
０．７６８８∗∗∗

(９．６１)
１．１３６６∗∗∗

(９．９９)

CenteredR２ ０．７１５６ ０．７５９０ ０．９１４９ ０．７７６９ ０．９１３７ ０．８９５０
N ３１０３ ３１０３ １３４４ １７５９ １３４４ １７５９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南北板块是否出现了经济发展分化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本文将中国地级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判断和分析中国南北板块经济是否发生发展分化现象的重要工具.本文发现:第
一,中国北方板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低于中国南方板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

２０１２年左右,中国南北板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第二,中国北方板块

的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要素市场化进程,始终相对落后于中国南方板块,这是导致中国北方板块全要

素生产率落后于南方板块以及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分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第三,２０１２年左右中国南北

板块之间出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化现象,可以通过南北板块中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

化进程的要素市场扭曲效应来加以解释.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为了应对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

国经济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中国南北板块各级政府在落实“四万亿”刺激计划过程中存在较为突出

的差异性,突出表现在中国北方板块要素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停滞和落后现象,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扭曲

对中国北方板块各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了更为明显的阻碍.

２０２０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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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从顶层设计层面意

识到主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对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出于地方政府

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计划经济路径依赖式思维,还是出于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对辖区内关键要素市场

的干预和控制行为来促进地区GDP短期增长的激励机制,或是出于对地方关键要素分配权和定价权

的干预或控制行为来进行官商合谋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动机,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关键要素市

场的各种形式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行为,已经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难以忽略的阻碍作用.
因此,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任务,就需全面清理和合理规范中国各

级地方政府对特定关键要素市场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行为,真正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作为北方板

块政府全面改革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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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DividebetweenNorthandSouth:
BasedontheProductivityofPrefectureＧlevelCities

CHENRong１　ZHANGJie２

(１．SchoolofEconomics,Re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７２,China;
２．InstituteofChina’sEconomicReform & Development,Re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７２,China)

Abstract:WhetherthereexistseconomicdevelopmentdifferentiationbetweenChina’sNorthand
Southplateshasalwaysbeenanimportantcontroversialtopicinacademiccircles．FromtheperspecＧ
tiveofthe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prefectureＧlevelcitiesinChina,thispaperfindsthatthereisa
significantgapinthe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China’sNorthＧSouthplates,andthegaphasgradＧ
uallywidenedsince２０１２,whichprovidesastrongsupportfortheeconomicdevelopmentdifferentiＧ
ationofChina’sNorthＧSouthplates．Further,itisfoundthatthemarketＧorientedreformofthe
centralregionsinnorthernChinalagsbehindthatofthecentralregionsinsouthernChina,andthe
resultingfactormarketdistortioneffectisthecoremechanismthatleadstothedifferentiationofthe
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thenorthernandsouthernregionsinChina．Comparedwithbeforethe
２００８financialcrisis,afterthe２００８financialcrisis,thefactormarketdistortioneffectcausedamore
prominentinhibitoryeffectonthetotalfactorproductivityatthecitylevelinnorthernChina．These
empiricalevidencesprofoundlyexplainthetheoreticalhypothesisofgovernmentinterventionbehavＧ
iorundertheChinesescenario,especiallythetheoreticalhypothesisofgovernmentinterventionand
controlbehaviorofkeyfactors,andtoacertainextentexplainthecauseoftheeconomicdevelopＧ
mentdifferentiationoftheNorthandSouthplatesinChina．
Keywords:China＇sNorthＧSouthEconomicDevelopmentDifferentiation;TheoreticalHypothesisof
GovernmentIntervention;FactorMarketDistortion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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